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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炭含氧官能团的生成溯源及其在污染物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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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生物炭在土壤、水体污染物去除中展现了良好的应用潜力. 大量学者围绕生物炭吸附-
降解污染物的作用机制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发现生物炭含氧官能团结构在污染物去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 生物炭制备温度是影响其含氧官能团结构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以生物炭热解温度为背景，区分

了生物炭中环境持久性自由基（EPFRs）降解污染物的贡献，探究了生物炭中酚羟基（Phenolic-OH）和

醌基团（Quinoid C=O）等活性含氧官能团对污染物的吸附-降解作用机制. 此外，本文对生物炭中含氧

官能团的产生和含量进行了溯源综述，包括制备生物炭的生物质来源、制备工艺和制备温度，总结了通

过物理、化学改性方法对生物炭含氧官能团结构的影响，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生物炭的氧化/还原能力

的方法，以及微生物与生物炭含氧官能团结构协同作用去除污染物的技术手段，为后续生物炭的工程应

用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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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ability of oxygen-containing functional groups in biochars and
their roles in the adsorption-degradation of contamin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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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biochars have shown good application potential in the removal of soil and
water contaminants. Many researchers have carried ou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s of how
biochars adsorb and degrade contaminants, and the oxygen-containing functional groups(OCFGs) of
biochars have been foun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moval of contaminants.  Therefore,  this
paper  used  the  biochar  pyrolysis  temperatures  as  the  background,  distinguished  the  con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  persistent  free  radicals  (EPFRs)  of  biochars  in  the  degradation  of  contaminants,  and
explored the adsorption-degradation mechanism of active OCFGs such as Phenolic-OH and Quinoid
C=O  on  contaminants.  Moreover,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traceability  and  content  of  OCFGs  in
biochars,  including the biomass source,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pyrolysis temperature.  In addition,
the  effect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modification  on the  structure  of  OCFGs has  been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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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hods for improving the oxidation/reduction capacity of biochar, and the technical means for
removing  contaminants  by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microorganisms  and  OCFGs  of  biochar  were
proposed.  This  review  attempte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practical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biocahrs.
Keywords　 biochar， oxygen-containing  functional  group， electron  transfer， adsorption，
degradation.

  

生物炭由于其价格低廉、来源广泛，并且在去除土壤、水体污染物应用中展现了良好的应用潜力[1 − 3]，

引起了研究者对其与污染物相互作用机制的关注与探索. 生物炭吸附-降解污染物能力与生物炭的比

表面积、极性、芳香性以及表面官能团等结构有较大关联[4 − 5]，而上述结构特性均与生物炭制备温度密

切相关[6 − 7]. 前期研究显示，随着制备温度的增高，生物炭比表面积增大、C 结构形成致密的芳香环，但

O 元素随之下降，表面含氧官能团种类、数量也随之发生变化[8 − 10]. 因此，由于制备温度产生的生物炭

含氧结构的性质差异导致其与污染物之间的相互的作用方式也发生改变[11 − 12].
早期研究者针对生物炭去除污染物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吸附过程.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发

现水体或土壤中添加生物炭后，污染物表观浓度的减少过程不仅包含吸附，还伴随着降解的作用[13 − 14].
这一结论引发了研究者对生物炭作为新型功能性材料去除污染物的机制新的思考与探索. 在对生物炭

降解作用的探索过程中，生物炭中的环境持久性自由基（environmentally persistent free radicals, EPFRs）
对污染物的氧化作用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 [15 − 17]. 有研究在生物炭-对硝基苯酚（PNP）降解体系中，将

EPFRs 列为降解的主要原因[13] 并排除了小分子自由基对 PNP 降解的贡献；还有研究组发现 EPFRs 活

化过硫酸盐降解促进污染物降解的过程[18].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污染物降解程度与 EPFRs 信号强

度出现了不完全匹配的现象. 通常，400—700 ℃ 制备的生物炭自由基信号最强，但自由基信号强度较

弱的生物炭（小于 400 ℃ 或大于 700 ℃ 制备）的降解程度反而更高[19 − 20]. 随着越来越多的降解现象无

法通过 EPFRs 一种途径完全解释，研究者们提出，生物炭降解污染物机制可能还包含除了 EPFRs 以外

的途径. 近期，生物炭含氧结构参与降解污染物的想法被提出[21]，并逐渐成为生物炭去除污染物的研究

重点.
为了明确生物炭表面含氧观官能团类型以及含量在去除污染物过程中的作用，研究者通过不同的

检测手段对生物炭表面含氧官能团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使用多种改性方式调控生物炭表面含氧官

能团类型和相对含量 [4, 22 − 23]，主要以物理、化学改性方式为主，针对性地提高生物炭的氧化或还原能

力；还包括微生物作为电子供体与含氧官能团产生协同作用，达到增强污染物吸附-降解的目的[23]. 本
文以生物炭制备温度为背景，总结了不同温度制备的生物炭在吸附与降解污染物过程中因含氧结构的

不同产生的差异，并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归纳了通过不同热解方式、氧化/还原剂改性生物炭以及负

载目标官能团等多种方式增强生物炭去除污染物的能力，为后期有选择性地应用生物炭提供一定的参

考与依据. 

1    生物炭含氧官能团在污染物吸附-降解中的作用（The role of oxygen-containing functional groups

of biochar in the adsorption and degradation process of contaminants） 

1.1    生物炭含氧官能团在污染物吸附过程中的作用

与活性炭、石墨烯等其他碳基材料相比，生物炭在吸附污染物方面展现出更优越的性能[24]. 早期

研究结果表明，吸附机制主要分为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 物理吸附与生物炭的孔半径、数量、C 结构有

关[25 − 26]. 在物理吸附过程中，100—400 ℃ 制备的生物炭保留着部分未完全炭化的结构，这些未炭化的

部分也参与了部分吸附行为[8, 26 − 27]. 此制备温度区间烧制的生物炭由于比表面积有限，更大程度上是

通过氧化还原或催化的方式达到吸附污染物的目的[24, 28]. 而 500—1000 ℃ 烧制的生物炭拥有更大的比

表面积，以及更完整的芳香结构 [29]. 结构的变化导致生物炭吸附方式随之改变 [30]，丰富的芳香结构使

500、1000 ℃ 烧制的生物炭极性降低，疏水性的增强在吸附污染物时发挥了巨大作用[8, 27, 31]. 化学吸附

过程当中，由于含氧官能团（—COOH、C=O、—OH）的亲水性[26, 32]，在吸附有机污染物，尤其是疏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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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时，具有更强的结合能力[26]. 生物炭去除无机金属（例如金属汞、二价铜、二价铅，六价铬）[33] 过

程中，生物炭表面—COOH 与酚羟基官能团（Phenolic-OH）反应表现出较高的活性[34]，与有机污染物去

除过程类似，不同温度制备的生物炭对金属的去除同样表现出了差异性. 小于 400 ℃ 制备的低丰度的

炭结构更有利于铅的固定，C=O 与金属离子形成 π 离子键，能够有效地的固定铜、镍、镉、铅[35]. 而制

备温度超过 500 ℃ 时，生物炭 O 含量损失增多，极性降低，此时，氢键和 π-π 键在生物炭对无机金属吸

附中起主要作用[36 − 37].
总体而言，降低生物炭制备温度能够较好地保留炭表面的 O 元素，含氧官能团的含量相对更加丰

富，更有利于吸附过程的进行，其中—COOH、Phenolic-OH 等官能团参与了主要吸附过程. 从污染物的

表观去除率来看，热解温度超过 500 ℃ 的生物炭展现了更大的去除效率，因为该过程除吸附以外，降

解效率占据较大的比重[38]. 因此仅仅根据吸附效率判定生物炭去除污染物的能力是不客观的，综合考

虑生物炭对污染物吸附-降解效率才是评估生物炭环境效应最科学、全面的方式. 

1.2    生物炭含氧官能团在污染物降解过程中的作用

前期，部分研究者认为生物炭中 EPFRs 是生物炭降解污染物的主要因素[18, 39]. 然而，随着研究的进

一步深入，研究者观察到有机污染物降解程度与生物炭中 EPFRs 信号不匹配的现象，并发现生物炭的

降解能力与其表面的一种含氧结构——醌基团（Quinoid C=O）产生了紧密的关联[40]. 在木炭制备的生

物炭实验中，Saquing 等[41] 证明了生物炭具有氧化还原循环能力，而该氧化还原循环功能与生物炭表

面的 Quinoid C=O 有着紧密关联[42 − 43]. 与生物炭吸附污染物过程一致，因不同温度制备的生物炭而产

生的结构差异在降解途径中也展现了不同机制 [44]. 在 Yu 等 [19] 的研究中，Quinoid C=O 和 Phenolic-
OH 被认为是表面的活性位点，对生物炭降解五氯酚的贡献达到了 56%，其中 900 ℃ 生物炭对五氯酚

的降解效率大于 400 ℃ 生物炭，因为 900 ℃ 生物炭表面 Quinoid C=O 数量明显更多，其良好的导电

性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电子传递. 在生物炭反硝化过程中，300 ℃ 生物炭中 Phenolic 作为电子供体有

效地增强了反硝化过程，而 800 ℃ 生物炭中 Quinoid C=O 作为电子受体抑制了 N2O 的反硝化过程，

但是其电导体结构促进了 N2O 的还原[14]. 大于 700 ℃ 制备的生物炭其导电结构在降解有机污染物过

程中辅助 Quinoid 结构加速电子传递，从而促进降解过程. 但最近的研究显示在水热炭厌氧催化甲烷

的生成中排除了导电结构的作用，再次强调了含氧官能团在电子传递过程中的重要性[45]. 同样，生物炭

含氧官能团-重金属污染物体系中，介导物质的加入间接影响降解的途径同样被证实，在 Fang 研究组

中，金属的加入影响 EPFRs 种类、数量的形成，间接影响酚类化合物降解效率[46]. 文中虽未明确指出官

能团参与反应过程，但其电子传递氧化 Fe2+的过程同样涉及电子传递过程，体系中含氧官能团的作用

有待探究.
显然，不管是通过吸附还是降解的方式，两种机制均降低了污染物的表观浓度. 与吸附过程相同，

生物炭含氧官能团的种类受制备温度的影响，在降解过程中也因其结构变化展现了一定差异性（表 1）.
不同的是，降解过程中电子接受或供给会影响中间产物的性质，中间产物是否会对环境产生更大的毒

害效应，与生物炭性质以及其中的化学反应过程是紧密相关的. 因此，生物炭的制备条件是决定其性质

的重要因素，后文将从生物质来源、制备温度以及不同的性质进行细致的区分，并对生物炭结构特性

进行细致的归纳总结.
 
 

表 1    生物炭含氧官能团在污染物吸附降解过程中的作用

Table 1    Role of oxygen-containing functional groups of biochars in the process of contaminants adsorption and degradation
 

原生质
Raw materials

污染物
Contaminants

去除方式
The way of the removal

制备温度/℃
Temperature

官能团类型
Functional groups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家禽粪便 除草剂 吸附 400 Hydroquinone [24]

木材生物炭 汞 吸附 600 —COOH、Phenolic-OH [33]

生物炭 罗丹明B 吸附 — C=O、Phenolic-OH [47]

橘子皮 1-萘酚；萘 吸附 150—700 —OH [30]

玉米秸秆 西马嗪 吸附 100—600 —COOH、C=O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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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原生质

Raw materials
污染物

Contaminants
去除方式

The way of the removal
制备温度/℃
Temperature

官能团类型
Functional groups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谷物 甲基紫 吸附 350 —COOH、Phenolic-OH [48]

生物炭 N2O 降解 300 Phenolic-OH [14]

水稻秸秆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降解 — Quinoid [49]

水稻秸秆 五氯酚 降解 900 Quinoid C=O [19]

硬木生物炭 乙酸盐、硝酸盐 降解 550 Phenolic-OH、Quinoid C=O [41]

水稻秸秆 罗丹明B 吸附、降解 500、1000 Quinoid C=O [20]

水稻秸秆 对硝基苯酚 吸附、降解 500 Quinoid [40]

碳基材料 — 氧化 —- —COOH [50]
 
  

2    影响生物炭含氧官能团类型的重要因素（Important  factors  affect  the types of  oxygen-containing

functional groups of biochar） 

2.1    生物质来源对含氧官能团的影响

生物炭来源广泛且种类多样，通常生物炭的制备多使用农业、工业废弃物以及动物粪便作为原

料，在低氧或无氧条件下进行热解处理[51 − 52]. 不同来源的生物质在原始组成上包含一定的差异[51]，例如

以农业废弃物，水稻秸秆、玉米秸秆等植物残留物为原料的生物炭中保留了 C、H、O、N、P、S、K、

Mg、Si 等元素；而以猪粪、牛粪等动物粪便制备的生物炭 Mg、Si 含量相对较少[53]. 近年来较多的研究

者使用活性污泥制备生物炭，此类生物炭中包含较多残留的重金属物质[54]. 制备过程中不同的原始材

料组分的变化也不一样，例如产率和灰分的含量[55] 与原料中水分、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的含量

以及热解温度有关 [56]. 在热解过程中，最先开始分解的是半纤维素成分，其次是纤维素，最后是木质

素[57]. Beesley 等[58] 研究结果显示硬木原生质制备的生物炭更加适用于吸附有机污染物，而软木原生质

制备的生物炭对无机污染物吸附效率更高. 但在热解升温过程中，不同生物质来源制备的生物炭元素

组成、比表面积、官能团种类以及含量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2.2    制备方法对生物炭含氧官能团的影响

微波辐射加热法、水热炭化等方式是现阶段常见的制碳方法，对比传统的马弗炉热解方式，在同

样的制备温度下，微波辐射加热法制炭产率更高，并包含更多的微孔结构[59 − 60]. 随着制备温度的增高，

其 O 含量损失的速率也低于马弗炉加热，这一过程直接导致了其极性和含氧官能团的数量高于传统

的生物炭，并且在同样制备温度（>500 ℃）下，其产生的自由基浓度更高. 上述物理特性的优势均为其

作为良好的吸附剂、氧化还原催化剂提供了潜在优势[61]. 水热炭化法是另一种特殊的制炭方法，以超

临界水为介质，原生质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下进行加热产生的碳材料[62]. 水热法制备的碳材料能够较

为完整地保留 O 元素，因此其含氧官能团较传统热解制备的生物炭更为丰富[23]. 虽然微波加热法和水

热炭化法在制炭过程中较马弗炉热解法能更好地保留有机质含量，但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其设备的价

格，制炭效率以及实验条件、操作简易程度而言，马弗炉热解法更适于大范围的推广及应用. 

2.3    生物炭制备温度对含氧官能团的影响

生物炭制备温度一般在 100—900 ℃ 之间，通常生物炭制备的升温速率选择中低速热解方式[63 − 64].
生物炭比表面积、元素组成、自由基信号强度以及官能团种类等特性均受到热解温度的影响. O 元素

作为生物炭中较活泼的次要元素存在于其表面不同的官能团结构中，其中，Phenolic-OH 和 Quinoid
C=O 是含氧官能团中供给和接收电子的两个主要位点[65]，这两种结构在溶解性有机质（DOM）、热解

炭材料中均存在，但不同的热解温度会导致 O 元素与 C 元素结合方式发生变化，这一改变将直接影响

含氧官能团的性质. 制备温度低于 400 ℃ 的生物炭由于未完全炭化，其比表面积（<100 m2·g−1）以及形

成 EPFRs 浓度较低，pH 值偏酸性. 此时生物炭 O 元素含量高（>20%），表面含氧官能团总量较为丰富，

主要是以 Phenolic-OH、—COOH 等酸性官能团为主[65]. 大量 Phenolic-OH 存在提高了生物炭极性[24]，使

还原能力大于氧化能力，在吸附极性或非极性污染物时均发挥了巨大作用[63, 66]. 当制备温度达到 500 ℃
时，原生质中无机碳被分解，有机碳发生缩合反应，形成高聚合芳香环，生物炭还原、氧化能力以及

10 期 吴丹萍等：生物炭含氧官能团的生成溯源及其在污染物吸附-降解过程中的作用 3193



EPFRs 浓度均达到最大值，电子交换能力最大值能达到 2 mmol·g−1[65]. 此时，生物炭表面 Phenolic-OH 含

量达到最大值、Quinoid C=O 数量也相较小于 500 ℃ 制备的生物炭逐渐增多. 随着制备温度继续增

加，由于 H、O 等元素含量下降，此时 O 元素的含量小于总元素含量的 10 %，含氧官能团数量也随之降

低. 当制备温度超过 600 ℃ 时，Phenolic-OH 在高温条件下被迅速分解，Quinoid C=O 含量大于 Phenolic-
OH，此时生物炭主要表现出氧化性[65]. 有研究者在对比了多种原生质在不同温度下制备的生物炭后，

发现制备温度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官能团的形成，600 ℃ 生物炭含氧官能团数量比 300 ℃ 生物炭下降

率最多可达 96.2%[6]. 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和光电子能谱（XPS）是检测生物炭官能团两种最常见的

手 段 ， 在 红 外 光 谱 图 中 ，Phenolic-OH、Quinoid  C=O、—COOH 等 官 能 团 分 别 在 波 段 1262、1578、

1712 cm−1 有伸缩振动[8, 26 − 27]. 随着制备温度的增加，光谱图上伸缩振动随之减弱或消失[30]，说明高温分

解了这些酸性官能团，制备温度在 400—600 ℃ 时，最有利于含氧官能团的形成[6, 27, 37].
研究者在进行吸附-降解实验时，通常选择一系列温度制备的生物炭与污染物相互作用，不同温度

的生物炭对污染物均存在吸附-降解现象，但其程度无法与生物炭中某一种特性相匹配，例如比表面积

或自由基信号强度. 在生物炭-对硝基苯酚降解体系中，对硝基苯酚降解程度与自由基信号呈正比[13]，

但在生物炭-罗丹明 B 体系中，低比表面积、低自由基信号强度的 200 ℃ 生物炭对罗丹明 B 同样存在

降解，降解程度甚至高于高比表面积、高自由基信号强度的 500 ℃ 生物炭. 因此，生物炭对污染物的吸

附/降解过程存在多种机制共存，需要多方面综合考虑. 

3    不同改性方法以及微生物体系下生物炭含氧官能团的作用（The roles of modification methods of

biochar on its oxygen-containing functional groups） 

3.1    物理、化学改性方法对生物炭含氧官能团的影响

生物炭含氧官能团特性可以通过物理、化学改性方法进行调控. 通常物理方法可通过改变热解方

式以及温度控制最大程度地保留生物炭的有机质组分，提高产率以及内孔大小、数量、以及表面官能

团含量[67 − 68]，增加污染物与生物炭有效接触面积，增强吸附-降解效果[27, 59]；而化学改性是通过化学氧

化剂或者还原剂的添加，在生物炭与污染物反应前对其进行预处理[4]，实现生物炭表面官能团相互转

化，反应后通过与未处理生物炭对污染物吸附-降解程度进行对照，进一步掌握生物炭特定性质与污染

物间的关联.
Phenolic-OH、Quinoid C=O 为生物炭表面典型的含氧官能团结构[69]，为了验证其在电子得失过程

中的重要性，研究者通过化学改性或负载目标官能团调控生物炭表面含氧官能团种类、数量，针对性

地提高生物炭氧化或还原能力. Klüpfel 等[65] 系统测定了 6 种来源的草本和木本原生质在 200—700 ℃
烧制下生物炭得失电子能力，泛醌（ubiquinone）作为 Quinoid 模型化合物通过吸附与生物炭表面结合，

通过电化学工作站检测，反应后的生物炭电子接受能力（EAC）值增大，验证 Quinoid 在电子转移过程

中提供了接受电子的位点，同时验证了表面 Quinoid 在生物炭电子转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上述方法

是通过吸附特定的 Quinoid 等结构，通过负载的方式，增加生物炭表面活性位点数量，增强吸附-降解的

效果. 而另一种改性方式是通过使用氧化剂或者还原剂实现生物炭表面官能团相互转化，增加特定含

氧官能团含量，达到调控其氧化还原能力的目的. 实验常见的氧化剂主要包括 HNO3、H2SO4、H2O2
[67]，

这些酸性氧化剂主要增加生物炭表面酸性含氧官能团，例如—COOH. 还原剂通常选用硼氢化物

（KBH4、NaBH4）对生物炭进行前处理[23]，实现了生物炭表面酚羟基官能团和 Quinoid 数量的转化，使生

物炭 EAC 或电子供给能力（EDC）达到相对最大的程度，进而明确 Phenolic-OH 或 Quinoid C=O 在降

解时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化学改性调控生物炭 EDC/EAC，实际上是通过增加或减少生物炭表

面某种特定的含氧官能团数量来影响其 EDC/EAC，这一过程的验证进一步强调了生物炭含氧官能团

在氧化还原反应过程中的重要性. 

3.2    微生物与生物炭协同作用对生物炭官能团的影响

微生物的添加同样被证实能够促进有机污染物的降解，与物理、化学改性方法不同的是，生物炭-
有机污染物中，微生物的加入没有改变生物炭原有的特性，而是与生物炭表面含氧官能团产生协同作

用，增强降解效率[70]. Yu 等[71] 在实验中使用微生物作为电子供体，生物炭与胡敏酸分别作为电子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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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对照，结果显示，生物炭电子接收能力强于胡敏酸，并且 900 ℃ 生物炭降解能力强于 500 ℃ 生物

炭，Quinoid C=O 发挥了重要作用；Saquing 等的研究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在微生物的作用下，生物炭

可以同时作为电子供体还原硝酸盐和电子受体氧化醋酸盐，Phenolic-OH 和 Quinoid C=O 发挥了主要

作用. 总体而言，生物炭在整个体系中充当了电导体以及电子接收的载体，微生物的加入为电子转移加

大了动力来源，增强了体系中降解的程度.
综上所述，物理或化学改性以及微生物的添加均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生物炭性质与污染物的关联程

度. 上述改性过程中，Phenolic-OH 和 Quinoid C=O 对降解作用再次被强调，但目前的研究尚处于初步

阶段. 生物炭的改性提高了吸附-降解的效率，但改性过程中伴随着大量强酸、强碱化学物质的使用. 在
土壤或水体改良中，附着在改性生物炭表面的酸或碱会不会释放到土壤或水体造成二次污染？甚至加

大土壤或水体后续的治理难度？因此，如何正确使用生物炭在实际环境中的应用以及如何规避上述问

题，是未来生物炭应用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4    结论及展望（Conclusion and Prospect）

生物炭作为土壤改良剂已在全国范围内大量推广与使用，了解并掌握生物炭特性是其长期应用于

环境的前提与保障. 通过前期的研究已得知生物炭理化性质、官能团种类、数量均受到制备温度的影

响，并系统地归纳生物炭不同特性与不同类型污染物吸附-降解的过程，针对不同性质污染物选择合适

来源、制备温度以及改性方式制备的吸附-降解效率最高的生物炭，也同样是生物炭应用过程中不可或

缺的一步. 目前，针对生物炭与污染物相互作用仍存在以下几个典型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思考：

（1）以制备温度为界限，进一步归纳不同制备温度生物炭的结构特性，并结合生物质来源、反应条

件（例如 pH、光照）与污染物性质，针对性地选择反应活性较高的生物炭，最大程度地发挥生物炭环境

功能.
（2）虽然目前针对 EPFRs 在降解中的作用被逐渐弱化，但其作用仍是不可忽视的. 从前期的研究

结果来看，EPFRs 的形成机理以及与污染物的相互作用的机制仍然不清晰. 因此，现阶段 EPFRs 在环

境中的效应仍是研究的重点.
（3）生物炭与微生物协同作用研究尚少，自然（水体或土壤）环境中，生物炭与环境将产生怎样的长

期效应尚没有准确的预判，但其与微生物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广泛存在于环境中的，这一过程为生物

炭在自然条件下的应用开辟了新的思考与想法，同时也带来了更多需要考虑的环境效应.
（4）生物炭研究的局限性较高. 普遍来看，目前针对生物炭的研究还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由于反

应条件过于理想化的设置，导致实验结果无法真实、客观地诠释生物炭在自然环境中的反应效应，因

此如何准确预估生物炭在自然环境下的迁移转换，是当前解决生物炭研究局限性关键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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